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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还是解构
——关于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命运的争议

申建林 邱 雨

摘 要 “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公众话语实践领域，已成为

当代政治哲学中用于评判政治权力的公开性、公共性和理性化的强有力概念。传统媒体时代

逐渐式微的公共领域在网络空间中将面临何种命运，学术界已出现了重构论与解构论之间

的重大争议。重构论基于网络信息来源多样性、话语主体多元化、政治商业侵蚀的弱化、网络

监督参与的可行性等事实而坚信网络空间给公共领域带来了重构的前景。解构论则根据网

络话语交往的无秩序性和非理性、信息失真和过剩、技术和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侵蚀而认为

网络难以成为公共领域的成长空间。通过对这场学术争议的认识论根源的挖掘可以发现：研

究视角上的宏观构成要件与微观交往生态的差异、研究案例选取上的对异质网络舆论议题

的同质化处理和对权力主体反应的整体化解读是导致重构论与争构论之争的实质所在。重

构与解构之争恰好反映了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的双重性：既具有一定的激活功能，也带来解构

性特征。要解决解构性问题，需要通过明晰网络话语交往属性、推动“线上”言论规范的法治

化而实现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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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是当代公共哲学中用于评判和规范政治权力的公开性、公共性、理性化的强有力的概

念，它的解释力甚至超越了基于“国家—社会”二分法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强调，政治权
力无法提供自身的合法性，无法解决自身的自利与腐化问题，因此，只能在国家之外寻求权力合法性的

社会基础，通过社会力量判断和规范国家权力。但是，并非社会领域中的任何个体和组织都关注公共价

值并热衷于评价公共政治的合法性，如社会领域中的家庭和市场作为一个私人领域更多地关注个别利

益，由此，汉娜·阿伦特、尤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等思想家通过对现代政治的发展方式及其合

法性基础的研究而提炼出“公共领域”概念，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讨论和

表达有关公共事务并形成公众舆论的一个话语和意见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

够形成”，它“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

众”[1]（P139）。这些公众不再作为私人的个体根据个人理性而追求个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作为公众基
于公共理性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共判断，关注的是普遍利益和政治正义。

公共领域理论实际上是对市民社会理论“国家—社会”二分法的超越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更有解释
力的三分法，即“公共权力领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理论让人们认识到，公共权力领域和
私人领域皆无法成为公共性的代表，前者具有被腐蚀被异化的特征，而后者（如家庭和市场）关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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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利益或个别利益。真正的公共性只能来源于公众在公共领域话语交往中的发现和表达，正是公共领

域的话语交往空间提供了现实政治的道义基础，成为推动政治法律进步的力量。

既然公共领域是一个形成公众舆论、凝聚公共理性的话语交往领域，它的成长也就与交往媒介息息

相关。在以咖啡馆、茶室、沙龙、论坛等公共场所为代表的面对面的口头交流阶段，因交流的即时性、在

场性和参与者的真实感、责任感，增强了话语交往的质量，使理性共识易于形成。而在以报纸、电报、电

视、广播为代表的印刷和电子形式的传统媒介阶段，印刷和电子媒介不只是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同时也

赋予其使用者新的能力或“权力”，公共领域因政治和商业力量的冲击和侵蚀而发生了“再封建化”和“殖

民化”，从而走向衰落，哈贝马斯不无遗憾地称之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当今已进入了互联网的信息

革命时代，互联网将对公共领域发生何种性质的影响，在网络空间中公共领域的命运如何，则是一个备

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看到公共领域复兴的前景，并乐观地认为网络空间使公共领域进入了免受

侵蚀的自由时代。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公共领域在网络空间中正如传统交往媒介一样，仍然

无法摆脱被侵蚀被解构的危机。由此，网络空间究竟是重构还是解构了公共领域，已成为具有重大分歧

和争议的学术前沿问题。本文在介绍有关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命运争议的基础上，试图具体分析这一分歧

和争议的认识论根源，并进一步探讨网络公共领域本身的性质及其现代转型之路。

一、对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命运的不同解释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交流媒介，对作为话语交往与意见表达的公共领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然

而，对于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网络公共领域的命运如何，则出现了重大争议，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解释。

（一）公共领域重构论

众多的研究者和媒体人士相信，互联网这一新媒体具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交流的潜力。与传统媒体

相比，互联网是一种更有利于公共领域发展的交往媒介与平台。这种“技术改造政治”的乐观态度和重

塑公共领域的信心，源于他们对网络特殊作用的认识。

第一，信息来源多元化扩展了公共领域。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最重要区别在于，互联网解放了被固

化的和体制化的信息来源，网络时代出现的众多“非主流”信息来源超越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少数“主流”

信息供给，从而打破了传统媒体信息垄断的局面。正如达尔格林认为，Web2.0 应用或社会媒体平台的
“非主流”（non-mainstream）来源使得信息更多元，通过为 NGO和普通公民引入更多平衡的新闻来源，
从而扩展了公共领域 [2]（P147-162）。
第二，包括弱者在内的多元话语主体活跃了公共领域。对于接近和利用传统媒体的机会，人们至

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那些拥有较少资源的众多的个体和群体更多地成为传统媒体信息的被动接受

者，而难以成为传统媒体信息的积极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互联网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网

络交流的结构根本上不同于传统媒体，在网络中守门人记者和大众媒体制度似乎发挥着较弱的作用”[3]

（P145），更多的话语主体将进入网络空间。此外，进入网络空间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将发挥一定的效力，
他们通过网络可以获得诸如律师和记者等话语实力者的支持 [4]（P333）。如 Lei在研究“三鹿奶粉”事件
中就举例指出，有些律师愿意无偿替受害者父母打官司，这些父母正是通过微博渠道来发出自己的求助

呼喊 [5]（P557）。互联网的开放性特征直接决定了网络话语主体的多元化，从而极大地活跃了公共领域。
第三，互联网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侵蚀因素。哈贝马斯认为，政治和商业因素对公共领域的侵蚀使公

共领域参与者的批判理性变为被操纵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被引导和塑造的结

果，由此引发了公共领域的衰落。而赛博时代（cyber-time）的到来使不少学者看到网络对政治权力“削
权”和对民众“赋权”的深刻影响，如尼葛洛庞帝在其《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认为，“权力的分散化”是数

字化生存的首要特征 [6]（P269），这种权力的分散化大大削弱了网络空间中的政治权力，从而使这公共
领域免受在传统媒介下所受到的侵蚀和操纵，这也是公共领域复兴的希望。Tsaliki也高度评价网络，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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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网络中公开的论坛为理性批判的公共领域提供了“理想的情形”[7]（P95-112）。
第四，网络空间有助于公共领域形塑权力的合法性基础。Grang认为，民众在网络交流上受到的控

制减少，同时，还能以多对多的方式进行更开放的交流（many-to-many exchanges），从而使网络补救或
矫正了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参与危机 [8]（P309）。Woo-Young指出，网民既可以像观众一样行为也可以像
作者一样积极行动来建设公共领域 [9]（P925-935）。在涉及中国的网络空间与公共领域发展的关系问题
时，人们常常认识到，网络空间已成为中国社会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 [10]（P449-468），并发挥了公共领
域形塑权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

由此看来，从网络信息来源的多样性、网络话语主体的多元化、网络空间权力的分散化、网络参与和

网络监督的可行性等方面看来，网络空间带来了公共领域复兴和重构的前景。

（二）公共领域解构论

上述公共领域重构论被另一些学者视为“乌托邦”构想，被认为夸大了技术的政治功能。事实上他

们认为，网络并不能重塑公共领域，甚至还会解构业已式微的公共领域，由此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公共领

域解构论，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网络话语的可操控性、无序非理性、缺乏共识性使网络空间难以承担公共领域的重任。从理

论上看，互联网带来了平等而自由的话语交往，但在网络话语实践中，恰恰存在着隐蔽的操控性，正如赵

鼎新所说，“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那个人就能通过雇佣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

于是就形成了虚假舆论，这里面可操纵的余地太大”[11]（P94）。此外，网络空间的庞杂、参与者的身份隐
匿、表达的非理性使网络空间与公共领域相去甚远，网络“咖啡屋”即网络论坛与传统公共领域存在重大

差别，前者并不具备后者所要求的基本特征，包括身份特征的相对稳定性、话语交往的责任与理性、网络

共识的达成等等，我们不能将网络空间简单地视为新型的公共领域 [12]（P209）。尤其是网络话语的非共
识性更是网络空间的致命伤，共识性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特征，但网络论坛中存在着纷杂的派别和观点，

网民在对事件的评议与辩论中几乎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公共议题缺失、信息失真与信息过剩使网络空间难以成为新的公共领域。在网络议题和信息

内容上，王维佳等学者通过分析指出：“总体上看，网络平台上的内容主要是那些与公共政治无关的消费

信息、明星趣闻、八卦消息和谣言诽谤，真正进入公共政治议题讨论的网民数量不仅十分有限，而且总是

局限在固定的少数群体之中。”[13]（P58）张跣以微博为例审视网络空间中的公共领域境遇时认为，网民
具有“坏消息综合症”，即“更多的时候，转发和评论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大多数人往往会追求消息的

“震惊体验”，“人们习惯了囫囵吞枣式地接受信息，难有批判思考的空间，沉思默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的能力也因此日渐丧失”[14]（P95-103）。
第三，筛选与控制等使传统公共领域式微的因素仍在侵蚀网络公共领域。网络信息看似自由流动，

却离不开“实际运行的技术处理”和“信息存储与传播的特定安排”，如，国内 1/3的网民是通过百度、搜
狗等搜索引擎查询新闻和其他信息的，“被搜网页的排序直接影响到网络信息不同的关注度，而网页排

序则是由搜索引擎公司通过特定规则而人为确定的”[15]（P142）。可见，网络信息不可避免地受到技术
的人为控制。此外，网络空间也受到政治力量的侵蚀，一方面，政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引导

舆论 [16]（P24-37），另一方面政府往往实施检查制度控制舆论 [17]（P139-155），这就影响了网络表达与
讨论的开放性，从而抑制公共领域在网络空间中的成长。

在互联网时代，更多的信息生产与交流由传统媒介转移到网络空间中，但因网络公共议题缺失、网

络信息失真、网络无序性和非理性、网络共识缺乏以及技术与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侵蚀，使网络难以成

为公共领域的成长空间，网络公共领域处于解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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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构论与解构论之争的认识论根源

在互联网对公共领域发生何种性质的影响问题上，出现了公共领域重构论与解构论之间的争议，如

果分别静态地理解支撑各自观点的理由和逻辑，均能言之成理，但各有道理的主张何以呈现如此对抗的

结论？相互对抗的结论又何以各有道理？

如果我们跳出各自设定的解释路径，从认识论的高度反观两种解释得以形成的根源，则无所适从的

理论困惑就会化解。认识论的差别直接决定思维走向和最终结论的差别，公共领域重构论和解构论两者

结论的差别正是源于两者的认识论差别，包括两者研究视角的差异、研究所选取的材料或案例的差异以

及对于权力主体反应的整体化解读的差异。

（一）研究视角：宏观构成要件与微观话语交往生态的分野

对于网络空间中公共领域境遇研究的重大分歧首先源于研究视角或者关注层面的不同，网络公共

领域重构论者主要聚焦于公共领域所需要的基本构成要件，而解构论者则重点关注网民话语交往的质

量和生态。前者是一种宏观层面的结构性把握，后者则属于微观层面的实践考察，这两种研究视角的分

野直接影响网络空间是否重构公共领域的结论上的差异。在宏观构成要件的视野下，网络空间具备公共

领域的三个构成要件，因而被理解为重构公共领域的新型阵地和契机；而微观交往生态的视野下，网络

空间所展示的话语交往表现出诸多非理性的语言暴力和观念极端化等特征，这些话语实践特征无疑会

使人们认为，网络空间极大限制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并导致公共领域解构的新型危机。

在当代公共领域理论中，尽管哈贝马斯、阿伦特、泰勒等理论家对公共领域内涵的解释各有侧重，

但他们对公共领域的基本构成要件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公共领域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公私领域分

离基础上的私人公众、自由交往的媒介和舆论共识。从这三个构成要件来考察网络空间会发现，网络空

间为重塑公共领域带来了福音。首先，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相当数量的交往社区，在这些社区中权力和

私人是不在场的，因为这些领域既非公共权力领域也非纯粹的私人领域，网民在其中是以私人交往的公

众身份而存在的，他们独立表达、议论时政，由此，网络空间包含了公共领域的第一个构成要件——公
私领域分离基础上的公众。其次，网络平台已成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对公共领域而言“最理想的交往

媒介”[18]（P55）。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在诸多方面具有质的超越性，具有鲜明的非控制性和交互性特
征。“遍地开花”的自媒体使得每个人都成为移动着的“电视台”和“主持人”，在这种多元而自主的网络

交往中，权力和商业因素要想像对待传统媒体那样对其进行操控无疑困难重重，这即是网络的非控制性

特征。与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方式相比，网络则是一种“多对多”（many-to-manyexchanges）的扁平
式交往空间，这极大地扩展了话语交往的规模和互动性，这即是网络的交互性特征。非控制性和交互性

特征使得网络比此前的任何交往媒介更有益于公共领域的成长，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使传统公共

领域式微的因素，实现了公共领域的去“再封建化”和“殖民化”，并且扩展了公共领域的参与规模。最

后，诸多的网络事件业已证明，网民能够聚焦于一些重大公共事件并形成网络舆论和共识。这些事件囊

括了从依法行政、立法程序、司法公正、反腐倡廉到弱势群体、环保卫生、行业规范等各种公共事项 [19]

（P75-80），成为推动政治法律进步的一股社会力量，而这正是公共领域的诉求和价值所在。从这三个方
面来看，网络空间能够成为公共领域重构的新媒介。

但是，基本构成要件的满足并不意味着网民在话语交往的具体实践中就呈现出公共领域所要求的

理性交往样态。那些质疑网络对公共领域建构能力的学者正是基于网民话语交往的具体实践而展开论

证的。他们从网络话语交往的实际状况发现了网络空间中诸多不利于公共领域发展的特征，如，网络话

语的非理性和无序性、网络信息失真和信息过剩、语言暴力、被操纵性、缺乏共识性、消费大众思潮、信息

筛选与控制等等，这些特征严重侵蚀了公共领域的交往精神，损毁了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理性、宽容、深

度、真实的话语交往的公共精神。事实上，网民的话语交往经常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各说各话，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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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互动与秩序，这与公共领域所要求的话语交往的“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相距甚远。从本质上讲，缺

乏互动的各自言说，即使是在谈论公共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异化为私人话语和私人领域。此外，

语言暴力的盛行使网民的话语交往呈现出极端化、非理性和暴乱性的特征，这与公共领域所要求的话语

交往的理性宽容、允许“他在”的精神相悖。公共领域理论并不预设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理性能够主宰全

局，它强调的是理性之间交流与碰撞之后的结果，这种交流与碰撞必然允许“他在”，网络话语交往的极

端化和非宽容与公共领域所要求的交往精神背道而驰。并且，网络中失真信息和过剩信息的大量存在，

既扭曲民众的言论议程，也造成话语交往的肤浅化和碎片化，甚至消耗民众的公共精神。失真信息使得

舆论本身失去了意义，并可能造成真实公共事件的舆论搁浅，从而造成议事日程的扭曲；而过剩信息使

得网民的讨论如“走马观花”，浅层次和碎片化的讨论使理性的声音归于沉没，侵蚀了公共领域所要求的

交往深度。由此，通过对网民具体交往实践的考察，容易得出网络将解构公共领域的悲观结论。

（二）研究案例选取：异质网络舆论议题的同质化处理

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的成长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在网

络时代，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现实空间并存的“影子社会”，网络中的话语交往、网络事件、网络舆论作

为现实生活的延伸深深影响着现实生活。在探讨公共领域能否在网络空间中复兴的问题时，研究者往往

结合网民话语交往的具体案例来佐证其观点。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取案例时通常会经过一个严格挑选

的过程并在研究中予以充分说明，以保证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这种典型性是确保其结论可靠性的前

提。从既有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对网络舆论事件和案例的挑选，主要是依据其实际影响力，而往往忽视

对舆论议题性质的考虑。实际上，不同的网络舆论议题在性质上迥然相异，而对于不同性质的网络舆论

议题，网民话语交往的风貌和话语实践的效果则出现显著差异，选择不同性质的网络舆论案例正是导致

截然相反的公共领域命运结论的重要原因。

典型的研究如方曙光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引用“华南虎照片”的案例证明了网民的话语交往理性程

度较高和网络公共领域业已形成的结论 [20]（P73-80）；当专业机构公布鉴定华南虎照片真伪的证据时，
网民则迅速从种种成见和激烈的争议中摆脱出来，通过事实而不断修正自己的偏见，表现出良好的理性

对话素养。尽管这些事实不一定是最终的，但网民往往能够基于对不同事实的分辩而达成网络舆论共

识。再如 Gerhards通过对一个基因研究的网络舆论议题进行数据分析统计，而证明了网络上包括科学
家、经济学家、政要人物、政治边缘人物、记者、普通大众在内的多方交流主体对该主题都持正面态度 [3]

（P143-160），并能达成多元一致。如果根据这两个案例来归纳网民的交往特征，并对网络空间中公共
领域命运做出判断，无疑会得出乐观的结论。但在另一些案例中，则反映出网民完全相反的表现，学者

Tong 在其研究中讲到一个案例：在 2012 年中国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关于民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
网上辩论中，知名知识分子之间的谩骂和侮辱性暴力言论霸满荧屏，不堪入目 [4]（P333-351）。该案例中
民众甚至包括具有较高理性水平的知识分子的话语交往表现，则很难得出“华南虎照片”事件所得出的

网络空间中公共领域乐观命运的结论。

这种研究悖论是对于异质网络舆论议题进行同质化处理的结果。异质网络舆论议题是指网络舆论

议题因性质上的差异而分为不同类型，而最根本的差异是事实性议题和价值性议题之间的差异。事实性

议题是指网民就事实性事件而表达的舆论，价值性议题是指网络舆论指向的是某种价值性判断，前者存

在着“真”与“假”的问题，后者存在着“对”与“错”的问题。在这两种迥然相异的舆论议题中，网民在话

语交往中的表现和理性化风貌截然不同。在事实性议题中，网民往往能够聚焦于事件和证据，形成较为

深度的交流，而网络空间对于事件的记录功能以及无处不在的网民对于事实的“监视”功能使网民表现

出侦查事实真相的巨大潜力，事实真相的展示意味着符合事实的舆论一方的胜利，而败者一方在证据面

前往往会“承认错误”，并“表现出良好的素养和风貌”，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倍受称赞的网民交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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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正是与该舆论的事实性议题的性质直接相关。而在价值性议题中，情况则迥然不同。价值就其性质上

说，是个人情感意愿和主观需要的表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和需要，因而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价值

评判，我们无法以事实为由而强制人们的价值选择，网民对价值性议题展开的话语交锋往往受其成长境

遇、认知水平、意识形态、身份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难达成多元共识。正如赵鼎新指出：“一旦加入

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哪怕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在网上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11]（P95）在责任
钝化的网络交往情境中，鱼龙混杂的交往者甚至发出非理性的、极端化的暴力言论，更是阻碍理性交流

的开展。由此看来，不同性质的网络舆论议题直接影响网民不同的交往风貌，对其进行同质化处理则是

一种简单化处理，并导致公共领域在网络空间中不同命运的争议。

（三）对权力主体反应的忽视层级差异性的整体化解读

公共领域是一个内含了对政治和社会进步怀有强烈关怀的概念，它主张通过民众的话语交往构建

起一种“讨论权威”，成为推动政治法律进步的道义力量。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权力之外并为公共权力提

供合法性判断的概念，它本身对公共权力持有的是怀疑和警惕态度，并认为真正的公共性只能存在于民

众之中，通过民众的话语交往来表达和发现。对权力保持距离和警惕的观念使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受到

政治权力的管控。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1695年英国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

交给新的公共论坛”[21]（P69）。传统媒体时代，因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容易受到权力侵入和管控
而使公共领域发生了“再封建化”，并走向衰落。网络时代的到来通常使公共领域的研究者认为，新型的

网络媒介和网络空间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权力的严格管控，但在对权力主体的网

络反应的探讨中，则出现了分歧：或者认为权力主体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做法继续对网络舆论进行严格

管控，或者认为权力主体对于网络舆论倾向于尊重和回应，或者认为权力主体对于网络舆论倾向于置之

不理。

上述三种对权力主体的网络舆论反应的不同看法，直接影响到网络空间中公共领域的命运的不同

判断。“严格控制”和“置之不理”意味着网络舆论的形成及其实际效力受到抑制，从而使公共领域在网络

空间中难以成长。而“尊重和回应”则意味着公共领域能够在网络空间顺利成长。

以上列出的权力主体的几种反应态度均属于一种整体性解读。所谓整体化解读，是指将权力主体

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态度归于某一特定类型，而忽视了权力主体的内部构成及其差异性反应。实际上，

不同层级的政府存在着不同的行动逻辑，对网络舆论有着差异性反应。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和党国体制

的中国语境容易使我们忽视政府的层级性反应。事实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存在着差异，

前者更注重统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而后者首先考虑的则是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决策命令以及本级

政府的生存运作。这种差异性的行动逻辑决定了权力体系中的“层级性治理”[22]（P61-79）。对于网络舆
论，不同层级的政府呈现出明确的“层级性反应”特征。如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地方政府无所作为，

并倾向于与照片造假者共谋，通过兜售“保护野生动物”的情怀以转移网民的舆论焦点。但国家林业局则

通过强制命令要求对虎照进行权威认定，地方政府才展开真实性调查。如果没有中央政府部门的推动，

更可能的结果是，假老虎成了“真老虎”，地方政府与造假者双双获利，而民众只是作为“被通知者”而存

在。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网络舆论存在层级性差异反应。无视这种差异而将

其中的某一种反应作为权力主体的整体性特征，正是导致网络空间中公共领域发展前景发生分歧和争

议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研究视角的差异、对于异质网络舆论议题的同质化处理以及对于权力主体反

应的整体性解读是造成网络空间中公共领域重构论和解构论之争的认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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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的双重性及其现代转型

对于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命运的解读所发生的争议，重要的不是陷入这种争议，而是反思引起这一争

议的根源，并透过这种争议来洞察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的真实面相。公共领域重构论和解构论的分歧和争

议恰好反映了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的双重性。

一方面，与传统媒体受到政治和商业因素的裹挟而造成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和“殖民化”相比，

网络空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共领域的去“再封建化”和“殖民化”，为公共领域的复兴提供了新

的空间。就基本构成要件而言，网络空间成为公共领域的理想的交往媒介，它的自由开放性、低门槛以及

非控制性和强交互性使得私人公众能够以“单纯作为人”的平等身份而存在 [21]（P113），并在很大程度
上游离于政治和商业因素的操控之外而开展话语交往，从而形成作为政治法律合法性基础的网络舆论。

在事实性议题中，网民表现出挖掘事实真相的巨大潜力，展示了良好的交往风貌，有力促进了公共事件

的解决，从而实现公共领域的特有价值。另一方面，在赛博空间的微观交往实践方面，尤其是在价值性

议题中，网民经常表现出诸如极端化、暴力化、非理性、碎片化等解构公共领域的交往特征；不同层级的

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和行动逻辑，对网络舆论的反应具有“分类控制”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了某

些网络舆论的形成及其调节力量。这两种境遇构成了网络空间中公共领域的双重性。

网络公共领域重构论和解构论尽管偏离了对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双重性的认识而各执一端，但过于

乐观和过于悲观的两种观念恰好反映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双重性，从而有助于认清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

发展前景，并有利于推动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

要实现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解决网络公共领域的解构性问题。那么，我们该如

何面对并有效处理公共领域的解构性特征？对于网民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尤其是在价值性议题的话语交

往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多可能解构公共领域的特征，简单地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治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

须对这些解构性特征进行具体分析，基于其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网民话语交往的

解构性特征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那些虽然不利于公共领域发展，但还未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

的特征；第二种是那些既侵蚀了公共领域的交往精神，又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的特征。

第一种特征包括碎片化议题、理性的沉没等，这些特征属网络平台的全民性特征，往往与网民的众

声喧哗和自发选择等因素相关。这种特征远远超出了法律治理的范围和能力，面对这类问题，法治缺乏

有效的可操作性解决机制。比如碎片化议题问题，是网民在诸多交往社区开展的非深度交流的结果，网

民进入何种社区、讨论何种议题、议题的讨论持续多长时间都是其自由选择的结果，让法律介入这些问

题无异于缘木求鱼。网民话语交往的深度则更多地与其文化素质水平直接相关，而这是不可能靠外部规

则的强制而改变的。再如，理性的沉没也是一些网民由于无法接受网络话语交往的现实生态而做出的自

由选择，这种行为是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直接调控的。

这种解构性特征的根源来自网民的精神领域，即网民的自由选择。能够改变这种特征的不是法律，

而是依靠网民的公民精神的塑造，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公民精神以理性精神、宽容精神、自主精

神、公共精神为要义。理性精神意味着运用自己的理智，不走极端，判断的依据来自逻辑和证据而非某

种标签，这对于解决目前网民话语交往实践中存在的非理性和标签化舆论等特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宽

容精神要求允许“他在”，这意味着“我与他人的相互承认，意味着我与他人全都是主体性”[23]，这与公共

领域的“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精神相契合，是对于目前网络话语交往中非宽容、暴力化特征的否定。

自主精神要求不随波逐流，具有独立判断精神，它与理性精神是一致的。公共精神要求公民具有公共情

怀，将自己视为推动政治社会进步的原子，公民精神的形成对于解决网络话语交往中存在的理性的沉没

现象具有根本价值。

第二种解构性特征表现为网络谣言、侵犯隐私、恐怖主义、网络暴力等，对这些不仅造成公共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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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危机，也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的特征则应依法而治，实现“线上”言论规范的法治转型，以维护民

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但相对于现实空间的法治，网络空间的法治具有更大的难度和常态化

的滞后性。网络空间法治的难度一方面表现为网络话语显现的多变性。现实话语交往发生在物理空间

中，“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收不回，但网络空间中说出去的话却常常可以通过“撤回”“删除”“设

限”等方式“收”回来，由此，将物理空间中的治理规范简单移植到网络空间中会遇到困难。正因为网络

空间话语交往不同于现实话语交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设施诽谤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决定》做出了“诽谤信息转发五百次入罪”的规定。网络空间法治难度

的另一方面体现为追责的难度。虚拟空间匿名身份的存在使得违法者的身份难以确认，而网络的全球化

使法律的地域差异成为追责的重要障碍，从长远来看，需要《国际互联网规范》的出台和各国之间的通

力合作。常态化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发展的日新月异使网民话语交往的法治规范往往滞后于网

络发展，这种滞后性正如美国电信实验室高级应用技术研究室主任彼得·考克润（Peter Cochrane）教授
在 20世纪末就感受到的“有点像用弓箭去射高速飞行的子弹”[24]（P1）。法规本身的相对稳定性特征与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规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这就需要法规紧跟网络的发展做出更新和修缮。此外，

就权力主体对网络舆论的反应来看，我们发现，政府对于网络舆论的反应具有鲜明的层级差异性和分类

控制的特点，这就要求政府实现管理思维的转型，把将社会视为异己的力量转变为将社会视为自身生存

的来源和基础，尊重民众话语交往而形成的网络舆论，政府通过“线上”言论规范的法治转型而成为保障

公共领域在网络空间中复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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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r Deconstruction
A Dispute About the Fate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Cyberspace

Shen Jianlin (Wuhan University)
Qiu Yu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field of public discourse practice between the public power sphere and the private sphere,
the public sphere has become a powerful concept used to judge the openness, publicity and 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With regard to the fate of the gradually fading public
sphere of the traditional media era,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bate between the theories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The theory of reconstruction firmly believes that cyberspace brings the prospect of reconstruc-
tion to the public sphere based on such facts as the diversity of network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discourse subjects, the weakening of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erosio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network super-
vision participation. The deconstruction theory considers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Internet to become a space
for growth in the public sphere based on the disorder and irrationality of network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the distortion and excess of information, and the eros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Through the excavation of the epistemological roots of this academic controvers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cro-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the micro-communication ecology in the perspec-
tive of research, the homogeneous treatment of heterogeneous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ssues in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cases, and the integra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ction of power subjects is the essence of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r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the deconstruction theory. The debate between reconstruction and de-
construction reflects the duality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cyberspace: it not only has a certain activation function,
but also brings deconstructive characteristic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econstruction, we need to realiz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by clarifying the attributes of online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legalization of “online” speech norms.

Key words cyberspace; public sphere; st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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